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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学术: 钱亦石与郭沫若的
交往及其史学异同离合

唐 勇

【提要】 钱亦石与郭沫若相识于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二人皆亡命日本，私谊日渐密切;
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之际，二人以“书生报国”之志共赴国难。除了革命交谊，他们在史学上也有紧
密的关联。钱亦石的《中国政治史讲话》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交叠之
处，具有明显的“互文性”; 在史学关系上呈现继承与批判双重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郭著的研究方
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因承，而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上，又往往持批评之见、歧异
大于认同。廓清钱、郭二人的史学异同离合，对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史学连续性和
异质性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 钱亦石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政治史讲话》

钱亦石( 1889—1938 年) 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位“通才”，其治学博广，涉及国际问
题、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宗教学等。就其史学而言，又涉及中国政治史、中国近代经
济史、中国外交史、西方产业革命史、世界近代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方面。学术界对钱亦石史
学的介绍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民国时期“书评”“史评”性质的学术介绍与批评，二是改革
开放后偏重对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研究与钱亦石译《德国农民战争》版本考释，①总体上缺乏宏观学
术视野和精细化探究。鉴于此，笔者拟从钱亦石与郭沫若的人际交往以及史学关联出发，厘清郭、钱
二人史学观点的异同离合，裨助于深入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重面相，推进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史书写。

一、钱亦石与郭沫若的革命交往

1889 年，钱亦石出生于湖北咸宁的一个书香之家，比郭沫若年长三岁。他幼承旧学，广涉经史子
集; 辛亥鼎革之际，受革命思潮影响，阅读章太炎、邹容等人著作，尤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五四新
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与“民主”潮流引领下，转向“教育救国”; 之后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影响，

06

① 民国时期的“书评”“史评”主要有，金枫:《〈中国外交史〉》，《读书月报》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 2 月; 胡膺东:《一部未完成的巨
著:〈中国政治史讲话〉读后》，《前线日报》1948 年 10 月 26 日; 孟琨:《中国外交史》，《中央日报》1947 年 11 月 23 日; 克俭: 《书
批评与介绍:〈中国政治史讲话〉》，《读书与出版》复刊号第 6 期，1946 年 10 月。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朱梅光: 《近
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 年; 何新华:《中国外交史: 从夏至清》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年
版; 孙建茵、孙叔文:《〈德国农民战争〉钱亦石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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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抛弃“教育救国”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1924 年 2 月，钱亦石经董必武、陈潭
秋引荐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与钱亦石的成长经历甚为相似，亦是幼承旧学，之后近十年负笈日
本，于 20 世纪 20 年代走向马克思主义。
钱亦石与郭沫若相识于北伐战争。据郭沫若称:“我认识亦石是在北伐战役，革命军打到武昌城

下的时候。那时候亦石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工作，我们在武昌城下的南湖文科大学第一
次见面，共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天。他帮了不少的政治部的忙，政治部也帮了不少省党部的
忙。”①郭沫若在《北伐途次》中也提到，1926 年 9 月 1 日“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
的人”。② 同年 9 月 22 日，董必武在汉口主持召开军民联欢会，郭沫若、钱亦石等分别发表演讲。③

因而可以推测，相识于 1926 年 9 月初。此时钱亦石与郭沫若往来虽多，但他们之间主要是工作关
系，在私事上很少接触。④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旋即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钱亦石和郭沫若皆在
“首要”名单之中。⑤ 在此形势下，他们听从党的决定，前往国外避居。据早期中共党员吴奚如称:
“当年，党中央为了爱护像郭老这样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有名望的党员，决定派他们到国外去隐居，专
心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

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当年，合乎这个条件的党员，除了郭老外，还有钱亦石同志和董老等。”⑥董
必武亦称:“民国十七年冬季往日本，我们同住一些时后，又同赴莫斯科。”⑦此处“民国十七年冬季”
是指 1928 年 1 月。1928 年 2 月，郭沫若抵达日本，钱亦石比郭稍早。郭沫若在日本市川安定之后，
渐和国内朋友通信往来，亦时而往东京拜访朋友。此时，钱亦石与杨贤江在日本东京共同负责东京
留学生中的党组织工作。⑧ 郭沫若与钱亦石也因此时而往来，“我们在私谊上增加了亲密，是在共同
在日本亡命的时候了”，“一九二八年的初头，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期间同住在日本东京。他很关心我，
认为日本危险，不宜久居，要我离开”。同年 8 月，钱亦石转往苏联，在抵达海参崴、莫斯科两地后都
曾给郭沫若写过信。⑨

钱亦石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在此期间，他着手翻译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
书。1930 年 12 月，钱亦石从苏联秘密归国。此时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钱亦石开始转向文化领域，
执教于暨南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讲授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 几乎同时，他又担任《新中
华》《世界知识》的编辑，携友人创办《中华公论》，�10投身抗日救亡宣传。而郭沫若在日本近十年，潜
心于卜辞铭文考释，先后完成《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随着民族危
机渐深，1937 年 2 月，钱亦石与郭沫若再次相见于日本。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外界对此事了
解甚少，钱亦石接受党组织安排，化名钱谷荪，以中华书局编辑的身份来到东京。他以撰写《产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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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亦石是真正死了吗?》，《新蜀报》1942 年 1 月 27 日。
郭沫若:《北伐途次》，《宇宙风》第 25 期，1936 年 10 月。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8—69 页。
郭沫若:《亦石是真正死了吗?》，《新蜀报》1942 年 1 月 27 日。
参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 16 辑，“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 年版，第 2826—2827 页。
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2 期。
董必武:《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新华日报》1938 年 2 月 27 日。
赖钦显、杨存厚:《钱亦石》，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53页。
郭沫若:《亦石是真正死了吗?》，《新蜀报》1942 年 1 月 27 日。
张仲实:《忆钱亦石先生》，《抗战( 上海) 》第 44 期，193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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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讲话》为掩护，向中国留日学生详细介绍西安事变以及上海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① 此次赴日，钱
亦石多次与郭沫若深谈，据郭沫若回忆:“他从苏联回国，第二次又游历日本的时候，也冒着被宪兵和
刑士注意的危险，到我住的地方来访问过我好几次。他总是关心着我的生活，关心着我的安全。那
恳切的友情，现在想起来，都使我眼睛要生出湿意。”②对郭沫若回国之事做了一些部署后，钱亦石于
1937 年 5 月回国。③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于 7 月 27 日下午秘密从日本抵达上海。④ 8 月 24 日，郭沫若应
张发奎电邀，答应帮他组织一个战地服务队，并推荐钱亦石担任团长。⑤ 张发奎晚年也曾回忆此事:
“郭沫若介绍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是中共中央委员。”⑥战地服
务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以作为恢复北伐政治部的先声。⑦ 9 月 25 日，钱亦石率领三十余名
文艺工作者，在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组建抗战服务队并担任队长。杜国庠、左洪涛、何家槐等人均
为抗战服务队成员，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字、演剧等方式进行抗战动员。⑧ 目前尚能见到钱亦石在抗战
服务队任职时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

沫若先生:

前函计达 尊览。陈辞修支如在沪觅工作人员，自然是好现象。各支月时前进，此间
亦方便活动。兹有□者舍嫡文珍□上海美术专门毕业，在生活书店任助理编辑一年，谙于
编印方面，尚可担任。倘陈支战地服务队需人，乞先生一□为介，俾得一枝之□。勉效驰
驱也。
专此

顺颂著祺

弟 钱亦石谨启

十月四日⑨

此信作于 1937 年 10 月 4 日，大致内容是钱亦石希望郭沫若推荐其长子钱文珍( 钱远铎) 去陈辞修
( 陈诚) 的战地服务队服务。
随着淞沪战况日紧，钱亦石在前线积劳成疾，于 1938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病逝。其逝世后，周恩

来、董必武、郭沫若等 193 人及全国抗敌救亡总会筹备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 31 个团体联合发
起《钱亦石先生追悼会筹备会启事》。�10 此后，郭沫若也多次发起或参与钱亦石逝世纪念会，较有影
响的是 1942 年 1 月郭沫若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共同发起，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钱亦石先生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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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钦显、杨存厚:《钱亦石》，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9 卷，第 161—162 页。
郭沫若:《亦石是真正死了吗?》，《新蜀报》1942 年 1 月 27 日。
赖钦显、杨存厚:《钱亦石》，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9 卷，第 162 页。
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宇宙风》第 47 期，1937 年 8 月。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 1892—1978 年) 》第 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00 页。
张发奎口述:《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8 页。
钱远铎:《我所了解的政治部第三厅》，《武汉文史资料》2015 年第 8、9 期合刊。
孙慎:《周恩来同志和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新文化史料》1999 年第 6 期。
罗坚梅:《钱亦石信札为真迹，决定收藏》，《杭州日报》2007 年 7 月 4 日。
《钱亦石先生追悼会筹备会启事》，《新华日报》1938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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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忌辰”纪念会。① 在纪念会前两日，郭沫若在《新蜀报》发表《亦石是真正死了吗?》一文，称钱亦石
是“为抗战而牺牲了的文化人中之第一人”。②

概而言之，郭沫若与钱亦石相识于北伐、共同亡命日本再到“共赴国难”，十余年的交往以革命为
基石。正如潘梓年所说，北伐与抗战是中国革命中两个最辉煌的“史页”，③而钱亦石与郭沫若革命
交谊恰与这两个“史页”相始终。

二、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因承

郭、钱二人除了革命往来，是否还存在学术交往? 从时间上看，郭沫若 1928 年七八月之交在日
本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以下简称《研究》) 的首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④而钱
亦石 1928 年 8 月才离开日本，与郭沫若撰写此文时间有重合之处，钱亦石对此是否知情甚或有所交
流? 再者，据郭沫若称，钱亦石去苏联后数次给他写信，之后郭、钱二人是否还有书信往来? 若有书
信往来是否涉及学术层面? 这一连串问题由于史料欠缺，难以回答。不过，从钱亦石留下的史学著
述来看，其史学研究无疑受到郭沫若《研究》的影响。
《研究》是郭沫若 1928 年至 1929 年间所作五篇文章的结集，1930 年出版后，风行一时，国内学人
围绕此书亦聚讼不休。《研究》对钱亦石的史学研究有导路之功，尤其在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
( 以下简称《讲话》) 一书中特别明显。《讲话》是钱亦石从 1932 年起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讲
授“中国政治史”的讲义，后经友人张仲实整理，于 1939 年 4 月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凡六章，分述邃
古迄于唐末的政治演进，为一部未竟之稿。⑤ 从结构体系看，《讲话》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构建中国政
治史的理论方法体系，突破“旧史家”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建立起以“经济构造为基础，政
治制度为本身，意识形态为反映”的政治史叙事模式。⑥ 从内容而言，全书详于上古，近一半篇幅是
在叙述秦汉以前的历史，与郭沫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交叠之处以及“互文性”特质。吴泽
1945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简编》注意到:“研究两周社会历史，读者必须备的参考书，除前提郭吕二著
外，森谷克己氏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氏的《中国历史教程》及钱亦石氏的《中国政治史
讲话》吕振羽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可以参考。”⑦

其一，郭沫若《研究》与钱亦石《讲话》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相当程度上是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分析工具，即二人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大体共享同一
套理论话语资源。郭沫若在《研究》中极其推崇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方法，⑧甚至将《研究》自许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⑨ 郭沫若的《研究》是国内最早将摩尔根、恩格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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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生活书店 1939 年版，第 12 页。
吴泽:《中国历史简编》，峨嵋出版社 1945 年版，第 12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 1930 年版，第 2、259—260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第 6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5 期

论方法用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著作，①这为钱亦石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方向性指引。《研究》中
留有大量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方法印迹，譬如，重视生产工具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以“铁器”发明作
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依据; 在对中国原始社会婚姻进化关系划分中，引入“彭那鲁亚制”; 借
鉴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说”，从“私有财产”和“阶级制度”的出现论证殷商末期氏族社会的崩溃。② 钱
亦石《讲话》中的“原始社会”“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之后”，分别对应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蒙昧、
野蛮、文明三个时代。《讲话》也以摩尔根、恩格斯的婚姻进化关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婚姻关系
演变，借鉴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说”，论证殷商末期氏族社会处于历史转变的前夜。③

其二，钱亦石声援郭沫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原则的强调。郭沫若在《研究》序言中
宣称: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

切成见的圈中。④

许冠三将这段话化约为“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说。⑤ 此说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在当时有革
命策略的理论背景，在社会史论战中亦遭受不少诘难，这“不仅是郭沫若个人的看法，而是所有在 30
年代前期崭露头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征”。⑥ 郭沫若此说无疑更具有“先锋”意义。钱亦
石对郭沫若此说也实有声援之意，在多种著述中亦宣称:

中国历史之长，蕴藏之富，远出许多国家之上，似乎有些人以为这是一块“神秘的国
土”; 其实，仔细研究起来，内中没有一点“神秘”。中国的领土是全世界面积的一部分，在
这块领土上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也与其他各国所发生者大抵相同。肚皮饿了，要找东西吃;
年纪老了，要长眠地下; 这是无色人种与有色人种所共有的性质，没有丝毫例外的。有些
“国情”论者不明白这一点，常常把中国看成一个“特别区”，总以为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之
间有一道“万里长城”横阻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偏见”。⑦

将上述两则史料对比，二人都反对“例外论”，强调中国社会历史与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原则。
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的主张贯穿于他的古史分期。⑧ 此说也是钱亦石构筑中国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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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13、108、278—286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45、49—50、123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第 1—2 页。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1 页。
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侧重特殊———40 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4 期。
钱亦石:《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学艺》第 13 卷第 1 期，1934 年 2 月。
王舒琳:《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探析》，《郭沫若学刊》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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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法则。譬如，钱亦石在《讲话》中称:“中国政治史自然是和西方各国的政治史一样，是支配
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一部政治斗争的纪录。”他将中国政治史分期与中国社会史分期等量齐观，认为
“中国政治史的分期，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无原则上之差别”。① 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恰是基于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世性预设。
其三，钱亦石对郭沫若批判“胡适学派”治学方法的呼应。五四前后“胡适学派”在学术界异军突

起，到二三十年代已居于主流地位。② 早在 1924年《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郭沫若就指出，“胡适学
派”在“国故整理”运动中，仅是对“旧价值”的重估，而非对“新价值”的创造，“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
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③ 郭沫若在 1930 年出版的《研究》中也延续了他早年的这一看法: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
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 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④

在郭沫若看来，“胡适学派”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实事求是”“知其然”，而不能在“实是之中求其所以
是”“知其所以然”。⑤ 钱亦石则讥讽“胡适学派”为“校勘家”，其言:

胡适顾颉刚一流整理古史的校勘家，他们除了懂得校勘学以外，又窥见西方庸俗进化

论的历史观，比旧历史家总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他们的成绩，只限于校勘家而止，在
古史的荒坵中，何曾有什么新收获? 无论他们如何自信，要在“烂纸堆”中“捉妖”“打鬼”，
结果，仍为“妖”所困，为“鬼”所迷。⑥

不难发现，钱亦石所言“在古史的荒坵中，何曾有什么新收获”是对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
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的呼应，仍是站在郭沫若批判理念的延长线上，目的在于破除“胡适学
派”以实验主义为中心的治学方法，在方法论上竖起唯物史观的大旗。
其四，钱亦石对郭沫若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吸收。郭沫若《研究》的重要学术创新之一，是以“罗

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⑦利用卜辞铭文与先秦文献相结合研究中国古史。这迄今为海内外史学
界所公认。⑧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他的著述的长久价值，正在于他对于甲骨文和青铜铭
文的解读。”⑨钱亦石虽长于传统文献，但在卜辞铭文考释方面远逊于郭沫若，不过其取径“二重证据
法”�10的治学意识已深入血脉，因此在研究中经常“借力”郭沫若卜辞铭文考释的成绩。譬如，钱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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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4 页。
参见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引言”，第 4 页。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 36 期，1924 年 1 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第 2—3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第 3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24—25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第 4 页。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 83 页。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4 页。
王国维:《古史新证》，章义和、王东主编:《王国维全集》第 11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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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论证殷商末期为“氏族政治转变的前夜”，①主要文献史料依据《盘庚》《微子》《史记》等，
而直接史料则取自郭沫若《研究》中的卜辞考释，如“锡多女之贝朋”“奚奴臣仆”“小臣令众黍”; ②又
如论述殷商氏族社会中“汉族与异族争斗”，③钱亦石主要依据《史记》《商颂》《周易》等文献，又以郭
沫若卜辞考释为援引，指出殷民族四周面临的敌人、参加战争的人数，以此说明氏族社会战争的惨
况; ④再如对周代生产技术看法上，钱亦石立足于郭沫若《研究》中最后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的
论证，以存世的数千具周代彝器为据，认定周代为“青铜器极盛时期”。⑤ 由此言之，在研究方法、理
论框架、卜辞铭文考释方面，钱亦石多因承郭沫若《研究》，可以说是在“接续”其理论方法与史料运
用方法，这种接续亦体现在稍后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论著中。

三、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

钱亦石虽然对郭沫若《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因承，然而在一些中国
社会历史的具体问题上，往往与郭沫若有差异，甚至在钱亦石看来，郭沫若《研究》一书“有许多严重
的错误”，⑥因此，他对郭沫若《研究》也多有批评。
首先，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史分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焦点，亦

是“关乎着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⑦ 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批评是在“社会史论
战”语境之中，有学者也将钱氏归入“新思潮派”。⑧ 他不仅着力批评郭沫若的分期，还批评许多其他
学者的分期观点，譬如批评熊得山、周谷城、陶希圣三人认为中国从古至今未能跳出封建势力范围; ⑨

批评杨东莼“完全抄写”郭沫若的分期公式，只是将年代变更; �10以杜博洛夫斯基批评特殊亚细亚生
产方法的观点驳诘李季遵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古代的生产方法”是
两个同时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型等。�11 现将钱、郭二氏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张列表如下:

表 1 钱亦石与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比较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 1939 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

( 1) 原始共产社会( 伏羲以前)

( 2) 氏族社会( 从伏羲到殷末)

( 3) 封建社会( 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

( 4)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 第 21 页)

( 1) 原始共产制( 西周以前)

( 2) 奴隶制( 西周时代)

( 3) 封建制( 春秋以后)

( 4) 资本制( 最近百年) (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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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22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280、283—284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29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29—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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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09 页。
王学典:《五朵金花: 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 年第 1 期。
胡逢祥、王东、李远涛:《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1840—1949) 》中册，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788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6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9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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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钱亦石与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有很大分歧: 除对具体社会形态年限划分不
同外，最显著的分野在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和近代社会性质的判断。众所周知，郭沫若对中国社
会史的分期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
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一语为依据，①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解
读为原始共产制，“古代的”生产方式释读为奴隶制。② 虽然钱亦石对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也基于马克
思的这一论断，但在理解上与郭沫若不同，他极力否认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阶段( 不否认某些时期

有奴隶存在过) ; ③同时又受到《读书杂志》中陈邦国推崇“氏族社会”的提示，④参合摩尔根“氏族社
会”说与俄国氏族社会专家考瓦列夫斯基“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
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集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定义，⑤将氏族社会作为接
续中国原始社会崩溃后的一个独立社会形态。而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判定，钱亦石很有可能受到
中共六大决议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⑥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结构
中虽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就一般说来，还不是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⑦ 这与其他“新思潮
派”的成员看法一样，尽管表述不一，但已形成共识。⑧ 当时郭沫若此篇已完成于日本，很有可能不
知道中共六大决议，⑨因而有机械套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之嫌。
其次，关于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郭沫若《研究》与钱亦石《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叠之处，尤

其在对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判断上成为他们争论的场域。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表 2 钱亦石对郭沫若关于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的驳诘
观点

问题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 1939 年)

尧舜时代婚姻关

系问题

这种社会的最典型的结婚是亚血族群婚，便是姊妹共

夫，兄弟共妻……可以得到一个判断: 便是尧舜时代明

明还是一个实行亚血族结婚( Punalua familie) 的社会。

( 第 107—108 页)

在古史中尧舜都有父母可考，足见当时已脱离群婚制，

至于尧以娥皇女英妻舜，即《尚书》上所谓“厘降二女

于妫汭，嫔于虞”者是也。这也是一夫一妻制未成立之

前，在对偶家庭中所常有的现象。( 第 90 页)

殷商时代农业估

量问题

( 一) 农业虽已发明，但所有的耕器还显然是蜃器或者

石器( 请参看拙著《甲骨文释》解释辰字下) ，所以农业

在当时是很幼稚的。( 第 8 页)

( 二) 农业已经发现，但尚未十分发达。( 第 254 页)

殷商时代的农业已有相当的发达。固然不能说当时的

农业已压倒牧畜( 因卜辞中用牛羊作牺牲其数者有一

次多至三百四百者) ，但《孟子》与《泰誓》上都以牺牲

与粢盛相提并论，可见农业并不怎样落后。( 第 112—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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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21 页。
钱亦石“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与中共六大决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表述( 有学者指出，1929 年中共中央首次使
用这一概念。参见赵庆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讨论及反思》，《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虽不一样，其内
涵一致。参见钱亦石:《动荡的中国社会》，青年协会书局 1934 年版，第 6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20 页。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修订本)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9 页。
谢保成:《重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足于本世纪 20 年代思想文化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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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观点

问题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 1939 年)

殷商君位继承

问题

( 一) 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从来的历史上已

经有明文的。

( 二) 据“殷虚书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专为

先妣特祭( 自周以后妣不特祭，须附于祖) 。

( 三) “殷虚书契”据余所见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

的现象。

从这些事实上看来，商代不明明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

而且那时候的家庭不明明还是一种“彭那鲁亚家庭”

吗? ( 第 9 页)

殷商君位还是以父子相承为原则，而兄终弟及，不过是

一种偶然，或系无子可传，或系有子因故不能传，故沿

用从前兄终弟及的旧习惯，以济父子相承之穷，并非以

兄终弟及为原则。至于“多母”“多父”的徵迹，自然不

是群婚的证据，而是“诸父”的通称，像《诗经》上所说

“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指伯父叔父而言……不能执此

一端，认为殷商还是母性中心的氏族社会。( 第 118—

119 页)

井田制有无问题 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 第 305 页)

说它是怎样完备，固然夸张过火; 说它是怎样不可靠，

甚至以为是“子虚乌有”，也属矫枉过直。正确的说: 中

国的井田制度就是俄国的密尔( Mir ) ，德国的马克

( Mark) ，秘鲁的马加( Marca) ，换言之，就是一种农村公

社。( 第 148 页)

依据表 2，钱亦石与郭沫若关于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的认识，呈现两极对立之势。在尧舜时代婚
姻关系上，郭沫若坚持“亚血族群婚”，钱亦石主张“对偶婚”。其实二人都是以摩尔根、恩格斯的婚
姻进化说为参照，分歧在于对中国史料的解读。依钱氏之见，郭沫若依据《孟子·万章》“二嫂使治
朕棲”、①《楚辞·天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二语，②断定尧舜时代为姊妹共夫、兄弟共妻的“彭那
鲁亚家庭”( 亚血缘群婚) 。③ 如果当时为“彭那鲁亚家庭”，则“象”本来就有以娥皇、女英为妻的权
利，用不着“日以杀为事”④了。只有在“象”必把“舜”杀了之后，才可办到“二嫂使治朕棲”，这恰恰
证明当时并不是“彭那鲁亚家庭”。⑤ 在殷商时代农业估量问题上，郭沫若主要依据卜辞将农业估量
过低，⑥钱亦石则取径“二重证据法”，依据《汤誓》《孟子》《伊训》《盘庚上》《殷本纪》《洪范》等文献
记载，又“反客为主”取资郭沫若《研究》中卜辞考释，以此证明殷商农业相当发达。⑦ 在殷商君位继
承问题上，郭沫若坚称“兄终弟及”之制，又以卜辞中“多母”“多父”徵迹，认为商代是母性中心。⑧ 社
会史论战中另一核心人物陶希圣也持类似看法，甚至否认商代存在族外婚制。⑨ 钱亦石则受李季
《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影响较深，�10认为以“父子相承”为原则，而“多母”“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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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93 页。
屈原、宋玉:《楚辞》，韩星编译，三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1 页。
钱亦石:《儒家理想政治之解剖: 论尧舜禅让问题》，《学术月刊》创刊号，1933 年 5 月。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 196 页。
钱亦石:《儒家理想政治之解剖: 论尧舜禅让问题》，《学术月刊》创刊号，1933 年 5 月。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254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13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9 页。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 1 册，新生命书局 1932 年版，第 9—11 页。
李季认为殷代所谓的“多父”并不是彭那鲁亚群婚中的“多父”，而是“诸父”，是伯父、叔父的通称。参见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
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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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迹，不过是“诸父”的通称，意指伯父、叔父。① 但李、钱二人在批评郭沫若的立场上相异，如，在对
殷商社会形态的估量上，李季捍卫“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说，②钱亦石则为“氏族社会”作辩护。③ 在井
田制有无问题上，钱亦石既反对“完备说”，也反对“虚无说”，主张井田制是一种“农村公社”，④此主
张多少受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文的暗示。⑤ 从《讲话》的文本语境而言，虽未明确批评郭
沫若，矛头直指胡适、沙发诺夫，但从隐形语境来看，矛头也指向郭沫若。因为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
延续胡适的思路，又利用青铜铭文力证周代社会并未施行井田制。⑥ 钱亦石所谓的“子虚乌有”，⑦实
则潜藏着对郭沫若“周金中无井田制的痕迹”的批评。⑧ 总而言之，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上古史重要
问题的批评，实质仍是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形态说”争论的延续。不过，1945 年郭沫若以“自我批判”
形式出版的《十批判书》对《研究》的一些观点作了修改，如此前他对殷商农业估量过低修改为“农业
成为了主要的生产”、从否认周代井田制施行到承认井田制存在。⑨

最后，关于中国社会“历史之谜”问题。中国社会历史的保守性和停滞性，一向被称为中国“历
史之谜”。�10 这一看法明显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投射，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国富论》。�11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之谜”再度激活，在革命与学术之间，引
发长期争鸣。郭沫若在《研究》中虽没有明确将其理论化为“中国社会停滞”说，但观念中已隐含中
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成见。在解释上，郭沫若深受摩尔根、恩格斯影响，强调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
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作用，“人类经济的发展却依他的工具的发展为前提”。�12 这在他对先秦社会形
态判断中尤为明显，例如，他将“铁器”的发明作为殷周之际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重要依据。
由此，对中国“历史之谜”的解释，他仍是从生产工具的角度，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是没有蒸
汽机的发明。�13 这一论断激起王礼锡、陈邦国诸人“讨伐”。王礼锡认为郭沫若的论断是“倒果为
因”，陈邦国更是讥讽式否定，但二人对中国“历史之谜”的解释，皆依循“多元”路径，如地理条件、农
民暴动。�14 此种解释虽反对“决定论”，关照可能性因素，但容易将原因表象化，从而难以寻绎中国社
会的本质特征。
与他们不同的是，钱亦石认为，“蒸汽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不过是社会产物而已。”�15钱亦石

以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存于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的”一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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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19 页。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21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48 页。
陈邦国认为井田制度是一种农村公社，而钱亦石也认同此主张，进而阐发。参见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2 年 11 月。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 84 页。
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第 148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299 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 1945 年版，第 13、21 页。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 1946 年版，第 113 页。
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1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6—7、21 页。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2 年 11 月;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
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2 年 11 月。
钱亦石:《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 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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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①糅合拉狄克《中国历史之理论分析》一书的相关论点，辅以中国传统文献记载，认为中国
“历史之谜”是由内外条件合力所致，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前者，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内部条
件———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在海禁未开以前的中国是不完全的; 而外部条件即海外市场，自从元朝灭
亡之后，中国商业被封锁于中国本土而与外界市场相对隔绝，时通时塞。②

从钱、郭二人的研究来看，他们对中国“历史之谜”解答的根本分歧在于依据的理论不同。钱亦
石以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为出发点，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但他对这一问
题本身的认识存有以“闭关时代”为时限的先入为主的预设，也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未侵入前
中国封建社会是停滞的，这就有“外铄论”③之嫌; 而郭沫若倒果为因的解释存在对摩尔根、恩格斯的
误解，强调工具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难免陷入“生产工具决定论”困境。正如德里克注意到的那
样，郭沫若在处理历史发展问题时，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周期性矛盾推

动历史前进的论述。他将技术创新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他的这一历史发展观来自于恩格斯
和摩尔根，但在强调技术的起始性意义上偏离了他们的本意。恩格斯和摩尔根只是指出了技术和社
会变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没有讨论孰因孰果。④

综上言之，钱、郭二人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往往歧异大于认同，其中缘由除史料本身的
错杂纷歧和对史料的择决、解读差异外，二人的理论结构差异是一重要原因。钱亦石曾有留学莫斯
科中山大学的经历( 1928—1930 年) ，史学中蕴含苏俄元素，如考瓦列夫斯基、拉狄克、沙发诺夫、马
札亚尔、杜博洛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或吸收或批评，这在《讲话》中不难寻见; 而郭沫若《研究》以马克
思、恩格斯、摩尔根的理论方法为主流。当然，“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语境也影响了钱亦石对郭沫若
《研究》的估量，郭沫若虽未直接参战，但钱亦石在“社会史论战”热潮期参与其中，“宏大叙事”的时
代议题导向，以及时人如王礼锡、李季、陈邦国等对郭沫若《研究》的批评，也在无形中形塑着钱亦石
对郭沫若史学的认知。

余 论

郭沫若与钱亦石都是中国近代的“百科全书式”学人，他们在“风雨如晦”的过渡时代，在各种思
潮与实验操作中，于 20 世纪 20 年代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长期的革命岁月里，二人私交日渐密
切，同为国内第一代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人。不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谱系中，郭沫若与钱亦石的地位极不相同，尤其在主流的史学史叙事里，钱亦石几乎没有一席之地。⑤

从《研究》与《讲话》的不同境遇也可以看出，前者早已被学界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作为学术史上的经典文本，成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术资源; 后者时至今日虽多次再

版，却几乎湮没不彰，从侧面也说明它的学术生命力依然顽强，给后人留下可借镜的学术取向。回归
学术脉络，钱亦石《讲话》是对郭沫若《研究》的“追随”，对其史学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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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亦石:《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 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 年 8 月。
钱亦石:《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 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 年 8 月。
参见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上海东明书社 1931 年版，第 84 页。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 120—122 页。
例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史学发展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中国》( 修订本) 、王学典、陈峰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等，均未涉及钱亦石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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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多有因承，但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往往歧异大于认同。
另外，钱亦石对郭沫若的史学批评是一种“单向性”话语批评，即与郭沫若是“非交互式”学术对

话。钱亦石除少数几篇文章涉及公开批评郭沫若史学外，主要的批评还是集中在《讲话》中，而《讲
话》在出版时间上也给人造成一种时空错乱感。因为《讲话》始编于 1932 年，主要流传于大学课堂，
直到钱亦石逝世后第二年( 1939 年) 才出版发行，这就意味着钱亦石对郭沫若史学观点的批评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隐匿性，其中一些内容关涉“社会史论战”，而此时“社会史论战”硝烟早已散去。
这也意味着，主题的滞后性和钱亦石的逝去，导致他的史学研究难以与郭沫若形成平等、互动的学术
对话。从另一角度看，郭沫若“沉默不语”，或许存有“为贤者讳”的心态。但从郭沫若的学术旨趣而
言，他无心于去此取彼、定于一尊的刚性思维，而是承守“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宗旨，这与他早年追求
“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的学术精神相契合。① 钱远铎回忆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与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相处时的一个场景: “郭老还请翦伯赞、侯外庐、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
等历史学家给我们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我们在听了各家讲学后，发现几位史学家对中国历史
上有些问题的看法彼此不尽相同，我们问郭老为什么要请观点不尽相同的史学家讲学? 为什么他自

己不一个人讲下去? 郭老回答我们说: 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

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
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②总体而言，钱亦石与郭沫若在革命和学术方面是一个“共
同体”，虽然在具体研究中，钱亦石对郭沫若往往持批评之见、歧异大于认同，但这应理解为一种正常
状态下的学术驳诘，而非学派之争、意气之争; 同时也说明理解郭、钱二人的史学关系，既有同一性，
更有差异性。回归历史语境，关注他们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从而认识到钱亦石与郭沫若在史学上
是“和而不同”，携手共进，而非“南辕北辙”。钱、郭二人的史学异同离合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史家群体的史学连续性和异质性，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

( 唐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250100)
( 责任编辑:尹媛萍)

(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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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 36 期，1924 年 1 月。
钱远铎:《永恒的怀念———纪念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武汉文艺》197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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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to Cultural To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Writing“Local
Customs”in the Geography Ｒecords from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 Xu Fan

The writing about local customs in general geography records has undergon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an Gu’s Dili Zhi
( “Geography Ｒecords”) in Han Shu first established the paradigm for writing local customs as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writing of natural customs influenced by the the
geographical annals ( Dizhi)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ecame popular．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is way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was to some extent still favored by some
people，but it was eventually replaced by the paradigm of“writing customs as sightseeing”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paradigm was the epitome of the writing of local customs in the general geographical
annals since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and was followed by the geography records of later dynasties． In
essence，the paradigm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is the embodiment of “dynastic geography”，and the
Southern Song model driven by cultural touring and sightseeing is a breakthrough in writing local customs．

Between Ｒevolution and Academy: Qian Yishi and Guo Moruo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
Tang Yong

Qian Yishi and Guo Moruo met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Ｒevolution，both of them fled to Japan，and there they became close friends gradually． In 1937，when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a full-scale invasion of China，the two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face of the
“national calamity”with an ambition of“serving the country as scholars”． In addition to their friendship in
revolution，Qian and Guo also shared similar interest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particular，there were many
overlaps between Qian’s Lectures o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and Guo Moruo ’s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lso，there existed obvious“intertextuality”． Not only did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but also
criticized each other． For example，Qian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Guo’s research methods，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erpretations on scripts and inscriptions． Yet they also criticized each other especially on
the detailed issu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where their differences were greater than their agreements．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earl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by identify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Qian and Guo．

The Two Launches of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and Its Prospects / / Jiang Meng，Zheng Zeyu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public history has been launched twice in China． The first launch started in
the mid-1980s．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scholars conducted a thorough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in the context of the“crisis of historiography”and reached an academic
consensus that history should focus on reality． They went to the public and served people’s liv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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